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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要以宪法为核心 
 

 莫纪宏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到 2010 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前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正

式宣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到半年的时间。总体上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之后 30 几

年的法制建设，我国的立法工作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

但是，应当看到，由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立法实践，而

忽视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理论的探讨，因此，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正式宣布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候，应当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的理论界限。 
  慎用“宪法相关法”概念 
  “宪法相关法”概念在逻辑上不严谨，一是这个概念在逻辑上会产生一个“宪法不相关法”

的对应概念。二是如果“宪法不相关法”概念是成立的，那么，就需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哪些法律

与宪法相关，哪些与宪法不相关。这个问题在法理上是无法回答的，而且答案肯定会违背宪法作

为根本法的宪法原则。特别是会掩盖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降低了刑法、民法等法律

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应有的功能。“宪法相关法”的概念在法理上不妥当，过去我们用“国家法”

来指称，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的名称来代替“宪法相关法”的提法，例如，用国家机构组织法、基

本国家制度法等。 
  重视立法的数量和表现形式 
  要形成法律体系，首要的任务要明确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多少部现行有效的

法律，如果立法数量不清晰或者是使用“等”、“多”这样的字眼，就无法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的严肃性。2008 年 2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发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中明确

现行有效的法律共计 229 部，这是国家权威部门第一次正式发布法律的数量。2010 年底正式宣

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时，首先应当明确到宣布形成法律体系时止现行有效的法律是

多少部，并且要同时公布所有现行生效的法律名称、制定和修改的年月日，同时应当给所有的法

律正式编号。对现行生效的法律正式编号，并且从 2011 年开始，在国家主席公布立法令的时候，

同时公布最新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的编号，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公众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

现行有效法律的数量一目了然，也才能避免法律不为公众知晓的立法信息闭塞现象的发生。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立法数量的精确化，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法律体系。 
  注重法律部门划分的科学性 
  目前关于七个法律部门的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是，还不能很好地反映法律适应

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环境资源法和军事法应当考虑独立出来。再者，实体和程序一体化的立法

思路也可以考虑，例如，可以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民法与民事诉讼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

保证刑事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整体协调。 
  此外，在构建确立部门法种类时，应当将宪法部门单列，以突出宪法作为部门法的特殊性和

重要性。宪法是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是“部门法”之上的“部门法”。由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

所以，每一个部门法中都包括了“宪法”，脱离了宪法来谈论部门法，与现代法制统一原则的要

求是相抵触的，因此，宪法与一般部门法在逻辑上是交叉重叠的关系，而不是并行关系。作为部

门法，宪法不能与其他部门法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来考虑。从法治原则出发，考察一个国家的法律

体系时，应当首先突出宪法或者是作为部门法的宪法，然后，在宪法之下再来划分具体的法律部

门，这样才能体现出宪法的根本法特性，也能够很好地处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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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其他一切法律、法规产生、实施的依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中，宪法处于核心的地位。我国采取的是成文宪法的制度，所以，除了宪法典及宪法修正案

之外，其他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置于宪法的统帅下。不能人为和主观地设计出“宪法相关法”、

“宪制性法律”和“宪法性法律”的概念，使得宪法与一般法律之间的关系处于混乱状态。在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正式宣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必须将宪法与一般法律严格地区分

开来，否则，就可能模糊法律体系的层级关系和体系本身的意义。 
  总之，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要贯彻“法制统一原则”，其中，

树立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权威性，真正以宪法为核心来构建法律体系的结构，是保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效形成”的前提。如果在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特征时，仍

然掺杂着更多的政策因素的考虑，将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正当

性依据和理论前提，那样，势必会大大影响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制度意义，

有关部门和学术界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严肃性。 


